北大外国语学院 朝韩系  张敏 论文
韩国译学源流考
【内容提要】 本论文考察了韩国译学创立初期的历史情况以及朝鲜朝时期译学制度的建立以及译事的兴起。从韩国译学的肇始、朝鲜朝时代的事大与交邻主义外交路线、作为译学机构司译院的状况、当时译学的学术形式四学、译学与吏学等几个方面，论述了韩国译学史所具有的独特特点。结论得出朝鲜译学研究的兴衰与翻译实践对其需求的程度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度和重视程度有关，梳理韩国古代译学发展史的同时可以摸索到中韩文化交流史的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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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所谓“译学”是“翻译学”的简称。自1972年开始布赖恩˙哈里斯（Brian Harris）提议使用“翻译学”(Traductologie)的概念以来，翻译学研究逐渐走向学术正规。21世纪迎来了信息化与全球化的“翻译时代”，翻译不仅是传授科学知识、加深各国与各民族之间的理解和传播文化必不可少的工具，还成为当今人文学科学术研究的重心。2008年8月4日，中国译协在上海举办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这是国际译界首次在中国和亚洲召开的盛会, 说明了译学研究在亚洲的普及与发展之速。然而，东亚译学圈中韩国译学的研究至今仍然被边缘化而无所定着，有关韩国译学的许多重要问题尚待解决。翻译活动首先是一种历史活动，本文将从译学史的角度对韩国译学作一些探讨性研究。

1、 韩国译学肇始
译学史是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与西方和中国译学史相比较，韩国译学史具有其独特的特点。

    西方翻译始于公元前三世纪。“从广义上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世纪前后，72明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约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可以说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中国译学迄今也有2000余年的历史了。自后汉明帝永乐八年佛籍传入中国，桓帝建和初年（公元147年）开佛籍汉译先河之后，汉代译事大兴。“我国至少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有了通过多重翻译而进行交流的史实。而‘象胥’的这句话，是世界上最早的3000年前的口译记录了。”
 中国历史上有关翻译活动的最早记录见于《周礼》的《册府元龟˙外臣部˙鞮译》，其中记录了周代的“周公居摄三年，越裳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故《周官》：‘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中国周代对掌管各地方的翻译有不同的称呼，“象胥”为掌管南方语言的译官。

韩国的翻译活动始于何时？韩国最初的翻译活动在形式和内容上与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的特点有所不同。一直到15世纪为止，朝鲜只有民族语言而没有民族文字,长期借用汉字作为官方文字使用，或者借用汉字来标记朝鲜话。因此，朝鲜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将汉语作为正规文字使用，反而将朝鲜语口语称为俚语或谚文。从学校的教科书、到官方的外交书函以及历史书籍资料的整理，都是依靠借用的汉字来完成的。从大陆输入的汉字和汉文学，曾经在古朝鲜民族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政治外交、历史资料整理中长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古朝鲜三国时期，大批留学生和留学僧来往於隋唐。《三国史记》记载：

（新罗朴氏）以至诚事中国，梯航朝聘之使相续不绝，常遣子弟造朝而宿卫，人学而讲习，于以袭圣贤之风化，革鸿荒之俗为礼义之邦。又凭王师之威灵，平百济、高句丽，取其地郡县之，可谓盛矣。

新罗国于公元668年借助唐的军事力量统一了三国，在朝鲜半岛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政权。新罗与唐朝交流频繁，特别是留唐学生和僧人回国后，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典章文物制度。而韩国译学最早的历史记录是统一新罗末期“后三国”出现的。朝鲜半岛在统一新罗末期,出现了”后三国”，即新罗、摩震国
和后百济国
。《三國史記》中记载摩震国（摩震国元年904年）始设掌习诸译语的机构“史台”。
 金弓裔建立摩震国时（904～918年）曾调整国家行政机构，设置了兵部、大龙部（仓部）、寿春部（礼部）、奉宾部（礼宾省）、义刑台（刑部）、纳货部（大府寺）、史台（掌习诸译语）等部，基本沿袭了新罗的政治体制。
公元918年, 摩震国的大将王建将国王金弓裔杀害.自立为王,建立了高丽国。 接着于936年灭后百济, 938年灭后新罗国, 再次统一了半岛。高丽王朝自918年至1392年,持续了474年之久。“高丽人之“尊华攘夷”思想浓厚，故称北方民族为胡夷，其后，则不得不为蒙（元）人之驸马国，公元1264年起，八十年间高丽王先质于元都，而与蒙古皇室结婚后归国即位，而王号亦降等，改祖宗为王，又必以忠字附加王号之前，六王八十年之间（忠烈王、忠宣王、忠肃王、忠惠王、忠穆王、忠定王）风习亦多沾染蒙古风，然高丽人不忘中原文化，一直到朱子学（程朱学、性理学）传人后摆脱蒙人之束缚。高丽人与外族（蒙古、契丹、女真、倭）及与宋之关系中，不断从宋吸收汉文化，进而培养自强意识。高丽时外侵最多，与外国接触频繁，故其制度中译学亦占重要地位。”

高丽同元朝关系密切，故通蒙古语的人才受到重用。基于对外关系的需要，高丽时期的翻译语言主要是汉语、蒙语和契丹语。高丽时代掌管译学的机构有“通文馆”、“吏学都监”、“汉文都监”、“司译院”等。《高丽史节要》记载：
忠烈王二年（南宋端宗景炎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五月，遣通文馆今禁内学官七品以下、年未四十者习汉语。时译者多起微贱，多不以实，怀奸济私，宰相患之。参文学事金坵置之。

在高丽早期的外交口译活动中，多使用出身低微的“舌人”进行翻译。由于口译中常常出现误差，影响了对外交流的质量，于是忠烈王依照文学参事金坵的建议，设置了通文馆。并且命令通文馆内年未四十岁、七品以下的禁内学官员学习汉语。

到了高丽朝末期，恭让王元年（1398年），设立了“十学”―――礼学、乐学、律学、兵学、字学、医学、风水学、阴阳学、吏学，并规定在司译院教授吏学，正式进行译学教育。人们将译官称为「舌人」、「舌官」、「译舌」、「译人」、「通事」、「合门通事」、「合门通事舍人」等；将司译院谓之「舌院」。有名的译官有郭海龙、臣允绍、白琚、金台、郑子典、于光儒、郑庇、梢水、许赞、柳清臣、许孝南、金孝源等人。

1392年，高丽末期的武臣李成桂推翻了高丽王朝，建立了李氏朝鲜王朝。朝鲜朝的第四代君主世宗大王（1419-1450在位）组织了一批有名的学者，如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等共同研制民族文字，终于创造出了“训民正音”。《世宗实录》记载：
是月，上亲制谚文二十八字。其字仿古篆，分为初中终声合之，然后乃成字。凡于文字及本国俚语，皆可得而书，字虽简要，转换无穷，是谓训民正音。

朝鲜学者于1443年12月（朝鲜朝世宗二十五年）完成了朝鲜文字的最初创造，并于1446年9月（朝鲜朝世宗二十八年），向全国颁布了《训民正音》。与 《训民正音》同时颁布的还有学者郑鳞趾编写的《训民正音解例》，其内容有序文和制字解、初声解、中声解、终声解、合字解、用字例等。《训民正音》的诞生，标志着朝鲜民族从此开始具有了自己民族的文字。现代韩国语和朝鲜语都是在《训民正音》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起来的。

《训民正音》创制之前，古韩国人曾经借用漢字的音訓记录古代朝鲜語，用「吏讀」、「鄉札」等标记方法，即使用漢字偏旁來标记古朝鲜語。《三國史記》记录薛聰“以方言解九经，训导后生，至今学者宗之……”。
 因此许多有学者认为新罗学者薛聰发明了吏讀法，并使用吏讀法标记新罗语，解读经典。
但是用外来语音标记本民族的语言，不能认为是正式的翻译活动。因此，在《训民正音》创制之前，朝鲜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作品。即便是在训民正音创制之后的几个世纪内，由于朝鲜文字体系本身尚未成熟，国内仍然呈现言文二致的状态，所以只能进入准翻译阶段――谚解活动，使用训民正音的发音标记各种经典和作品。

朝鲜朝初期是半岛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自太祖到世宗大王时代，弘文兴儒，在文字、文学、数学、农学、医学诸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特别是第四代明君世宗大王（1419～1450在位）设立“集贤殿”，聚集众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物制度，命令国子监的学者们创立了朝鲜民族的文字“训民正音”。自此之后，朝鲜才有可能逐渐展开真正意义上的两种文字的转换翻译活动。
2、 事大与交邻主义
中国与朝鲜半岛一衣带水，唇齿相依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关系。“……由过去韩国所受中华文化之熏陶而言，其在三国时代，各国受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早期文化之影响，新罗统一后，大量收容唐朝灿烂之文化，高丽受宋代文化之影响，朝鲜接受明清之近代文物。以韩国自身文化之开展而言，三国时因接纳唐文化，并在慕华之心态下，一面极力模仿汉人生活，一面创造民族之文化。新罗时，事大崇文之思想愈来愈盛，以图谋政治外交上，稳固国家基盘。高丽时，以知识官僚士大夫等中心意识支配当时之文化局势，故在吸收汉文化过程中，益深化事大慕华之意识形态。朝鲜时，完全倾注事大（慕华）交邻（善邻）之外交方向为国是。以此为保存自族之基本路线。”
 

朝鲜朝尊奉儒学为国教，对明朝采取事大外交政策，认同中朝是同一文化圈中的大小中华，主张“对明事大”，“事大之礼”“事大以礼”“事大之诚”。朝鲜《经国大典》礼典总序中规定：“奉表天朝，以尽事大之诚敬。”经过朝鲜太祖的努力，到了朝鲜太宗（1401～1418年在位）继位时，明朝才送来金印和委任书。朝鲜王朝在名义上终于得到了明的册封，中国正式建立了“事大”朝贡关系。朝鲜的经国大典曰：

海东之国，不一其号，为朝鲜者三。曰檀君、曰箕子、曰卫满。若朴氏、昔氏、金氏，相继称新罗，温祚称百济於前，甄萱称百济於后。又，高朱蒙称高句丽，弓裔称后高丽，王氏代弓裔，仍袭高丽之号，皆窃居一隅，不受中国之命，自立名号，互相侵夺，所有所称，何足取哉。惟箕子，受周武之命，封朝鲜侯。今天子命曰，惟朝鲜之称，美且其来远矣，可以本其名而祖之。体天牧民，永昌后嗣。盖以武王之命箕子者，命殿下，名既正矣，箕子陈武王以洪范，推衍其意作八条之教，施之国中，政化盛行，风俗至美，朝鲜之名闻於天下，后世者如此。今既袭朝鲜之美号，则箕子之善政，亦在所当讲焉，呜呼，天子之德，无愧於周武，殿下之德，亦岂有愧於箕子哉？将见洪范之学，八条之教，复行於今日也。

1393年3月15日，朝鲜太祖2年开始使用“朝鲜”国号， 承继了自箕子朝鲜以来的传统。在朝鲜王朝的法典《经国大典》中，制定了“事大”国是，与中国建立了“事大”朝贡关系。每年定期（冬至使、正朝使、圣节使、皇帝诞辰日贺使等）往明朝派遣“朝贡使”臣，临时派遣谢恩使、奏请使、进贺使、进香使节。《经国大典》记事大之律曰：
事大文书起程前七八日启达，进献礼物，本曹启开，移文户曹，令该司预办，封裹日议政府、六曹、司宪府、承政院长官及使副使监封，表笺则本曹移文艺文馆制述，启下承文院起程前七八日奏达……。

《经国大典》中规定了对野人女真和倭人（日本）的交往原则，曰：
倭野人往来，勿令窗闾阎，如有侵扰诸邑诸驿，或出入放纵者，押领员人杖八十。

从经国大典中的规定中可以看出朝鲜对明朝以外的女真、蒙古、倭国采取的是以防范为主的交邻外交政策。只有在双方发生外交冲突的时候，才会派遣“通信使”前往解决处理。
朝鲜王朝初期的著名学者三峰郑道传（1342～1398）率先提出事大交邻外交主张，他认为在半岛的地政条件下，这是保全国泰民安的唯一方法。朝鲜太祖为了王朝的安定，认同不可以小逆大的观点，采取了郑道传提出的亲明事大政策。郑道传述说朝鲜国情时说：

外有女真、蒙古遣兵侵伐，无岁无之，当是时国势微微殆哉……狄兵至则坚壁国守，退则遣使通好。至遣世子，执挚亲朝。故虽与强暴之国为邻而卒得其和好，以保民社。

朝鲜半岛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对大陆或海洋势力的敏感性，由于朝鲜在历史上经常受到北方民族如女真和蒙古的侵虐，屡屡遭到海南倭国的军事威胁，所以对周边诸国采取交邻主义的外交国防策略。而对大陆中原先进的古代文化采取积极吸收的文化政策，推行事大主义，履行事大之礼，定期向大陆派遣使节和赠送贡物。朝贡使臣来往频繁。每一次朝贡使团都有四五十人组成，其中有书使、副使、学者、通事、译官、医生、随员等，自半岛首都汉阳到燕京，来往行程几个月之久。通过朝贡使团的活动，半岛与中原不断交换贡物产品及其书籍经典，朝鲜使节在路途和在燕京逗留期间，有充分的时间了解中原文化以及现状。这种集贸易、文化、政治交流的特殊形式，长时间保持了大陆与半岛的全面交往。从朝贡使团的陆路或海路的行程路线、组成人员、路途事件、朝贡物品、物物交换的内容、交流方式等方面考察，可以探讨中韩文化的交流及翻译在交流中所担任的角色和作用。
无论是事大主义，还是交邻主义，都是朝鲜王朝对外交往的路线和策略。这种外交路线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朝鲜与清朝脱离了藩属关系。事大交邻外交政策也是朝鲜时期的翻译路线，朝鲜时代的翻译政策、制度、原则等都是依据事大交邻主义的对外政策而制定的。
三、司译院与四学
韩国的译学机构始于新罗末期泰封国的建立的史台。《三国史记》中有所记载：

史台（掌习诸译语）…… 右弓裔所制官号。

到了高丽时期，译学机构有所变革。丽初设通文馆，丽末改为汉文都监。
通文馆，忠烈王二年置之，……后置司译院，以掌译语。

高丽忠烈王二年，始置通文馆习汉语。恭让王三年，改为汉文都监。

朝鲜朝初期置司译院。《太祖实录》记载：
置司译院，肄习华语。

朝鲜太祖二年（1393年），设立了六门学科，即律学、字学、兵学、译学、译学、算学。译学教育在高丽沿袭下来的司译院中进行。
国初置司译院，掌译者方言语，其属官有蒙、倭、女真学，通为四学，属礼曹。

朝鲜朝司译院掌事大交邻之事，进行汉学、蒙古学、女真学、倭学的四学教育。《太祖实录》记载：
司译院提调契长寿等上书曰：臣等竊囿，治国以人才为本，而人才以教养为先，故学校之设乃为政之要也。我国家世事中国，言语文字不可不习，是以殿下肇国之初，特设本院，置禄官及教官生徒，卑习中国言语音训文字体式，上以尽事大之诚，下以期易俗之效……。

司译院进行汉学的学习与研究，为了以事大之诚同中原交往，摄取中原先进文化资源，移风易俗。蒙古建立元大都之后，以武力迫胁高丽称臣，高丽不得不成为元人的驸马国。自公元1264年起，八十年间高丽王先后被质于元大都，同蒙古皇室女子结婚后方可归国即位。高丽朝的忠宣王（1309－1313年在位）长期居留在元大都，与许多名儒交游，继位后仍淹留不归，乃至放弃王位，传位与子，最后死于燕京。他在京建了一座“万卷堂”，曾集元丽两国名儒于一堂探究道学。就丽元关系而言，蒙古学当然是高丽和朝鲜司译馆学问之一。
“女真学”指女真族的语言。女真族分为三支，野人女真在黑龙江及沿海州，以渔捞为生业；建州女真在豆满江（图门江）和鸭绿江北岸以农业、狩猎、牧畜为生；海西女真在松花江、长春、哈尔滨地区生存。其中一支发展壮大为满洲族，曾经建立金国，后被元帝所灭，隶属大元帝国的管辖。明朝建国后又改属于明，得获明朝的封爵与封地，愿通商者允许与明往来贸易，但若有侵犯边境者，则会遭到明的征讨。故明朝有所谓三卫（建州卫、野人卫、海西卫）之设。但此仅是形式，实则是部族分立，无统一状态，处于明之行政统治圈外。朝鲜与野人女真关系称为交邻外交，朝鲜与女真之间往来、交易、侵犯、讨征之事频繁，自然需要女真语言的翻译。
      高丽末叶以后，位于半岛南端的倭寇屡屡入侵挑衅，朝鲜世宗时期曾与之断绝外交关系。位于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对马岛多山岳，少耕地，產物不足，靠侵略或貿易維持生存。岛主派使來朝，请求重開交通贸易等事务，都需要朝鲜与日本打交道。朝鲜政府为解决与日本方面的问题，而在司译院建立了倭学。

为了推行事大外交路线，司译院设立汉学；为了执行交邻对外政策，而设立蒙学和女真学及倭学。女真学在与清朝建立朝贡关系之后改称为清学。而司译馆的所谓“四学”，并非现代意义的学问研究，当时主要指四种语言的口语训练，培养进行口译翻译的译官，以便在对周边国家进行交往中沟通双方的意思。司译馆的四学体现了朝鲜朝译学内容的特色。
4、 译学与吏学
翻译活动中有口译与笔译之分。朝鲜朝司译院的四学之一“汉语”指口语翻译，而书面语的笔译活动则在当时的另一个行政机构“承文院”中进行，并且不完全属于译学，被称为吏学。司译院与承文院两院制，分别掌管译学与吏学，可以说这是朝鲜译学的又一特征。朝鲜朝《世祖实录》云：

 司译院则译学，承文院则吏学。

承文院专习吏文，司译院专习汉语。

承文院的前身叫“文书应奉司”，属于朝鲜礼曹所管。《太宗实录》记载曰：

……礼曹所属、艺文馆、春秋馆、经筵、成均馆、通礼门、宗庙署、奉常寺、礼宦寺、典医监、司译院、书云观、校书馆、文书应奉司……。

文书应奉司，讲习吏文之事。

朝鲜朝太宗八年（1408年）文书应奉司被提升为三品衙门，改称承文院，并进一步完善其建制，以提高吏文水准，强化事大外交。《世宗实录》云：

  初置承文院，吏文生徒者欲令肄习吏文，将管事大文书。

    承文院专掌事大文书，故择可习吏文者，使兼其任。

我朝事大，辞命则用吏文，应对则以汉语。

以上所言“吏文”是朝鲜对中国交流使用的文书或咨文的别称，又曰事大文书。这类外交专用公文使用文言文体，没有相当的汉语功底，此重任难以胜任。但这种掌管外交文书的吏学为何不在司译院进行呢？《世宗实录》云：
我国事大，莫重译学，今日译院生徒，但习语训，不晓文理，接纳上国使臣及我国使臣入朝之日，传译舛讹，以致讥笑，故尝令择衣冠子弟，使习吏学，稍通文义。

朝鲜世宗如此重视吏文研究，是因为事大外交是朝鲜朝的国策，朝鲜历代君主都极为重视。在事大朝贡外交中，曾经发生过因上书中言辞不敬而迁怒了明朝皇帝的事件，以至于被追究责任而要捉拿执笔官员。事关国家命运，吏文的书写者丝毫不敢疏忽。承文院的地位也非同一般院馆。世宗十五年（1433年）特别将承文院迁移到宫内：
承文院在北部阳德坊里，混闾巷殊非敬重之意，遂移入禁内，别建阁于北隅。

承文院由高丽朝的吏学都监（忠惠王元年，1343年）、司译院（恭让王元年、1389年）、文书监（高丽末期）、朝鲜朝的应奉司（文书应奉司，太宗四年，1404年），几经转换而由来。新罗末期泰封国出现译学机构史台；高丽忠烈王始置通文馆．后置司译院；高丽末期恭让王时将司译院改为汉文都监；朝鲜朝初期置司译院。沿革高丽译学机构，又別設承文院，掌吏文教育及文書之事。然而司译院与承文院二元化的管理，汉语口语与吏文书面语的分立，必然对朝鲜译学人才的培养造成困难。虽然司译院极为重视汉学，但是汉学主要培养口译人员，当时汉文文章写作的官员极为短缺。史料记载：

  今文臣晓解吏文及汉语者独崔世珍一人而已。

若于辽东学奏请遗子，而以吏文学官。英敏者入送学之，则汉语吏文，皆可精学而来矣。

朝鲜中宗（1506～1544年）时期，在汉语和吏文两方面全能的人才，只有崔世珍一人。中宗看到了这一问题，提出精学汉文和吏文的意见。首尔大学校国语国文学系的姜信沆教授说到朝鲜译学二元化现象时认为：
故当时虽存承文院，而该院只掌事大文书之行政方面而已，其教学则在司译院．四学中于汉学掌焉。自是之后到了朝鲜朝中宗二元化，即译学与吏文是也。然此分法至中宗时，则要求译学者兼能吏文，能吏文者亦通汉语。

中宗要求学者要同时掌握口译笔译两方面才干，故极为注重汉语与吏文的教育，二分状况略有好转。此后译学科举考试制度的逐渐完善促进了译学人才汉学与吏学能力的全面发展。 
公元958年，高丽朝光宗依据后周归化人双冀的建议，模拟唐制设置了科举制，科举成为高丽王朝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朝鲜新生王朝以儒学为国教，沿袭高丽科举，使科举制更趋完善。
科举之法尚矣。在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其武科 、 医科、阴阳科、吏科、通事科、各以类附见焉。
 

    定入官补吏之法，译学即其法，凡初人流品作七科，曰文荫、曰文科、日吏科、曰译科，曰阴阳科，曰医科，吏曹主之。其出身文字，如前初入仕例明写年甲本贯，三代署经台，不由七科者，不许入流品，每除拜，所司考其出身文字，方许署谢。

    可见「译学」为鲜初七种学问之一，已被纳入科举考试制度之中。朝鲜科举分为三类，即文科、武科、杂科，每三年一试，分初试与复试两道程序。其中杂科为技术官或杂职人员而设置。杂科共分八科，即译科、医科、律科、阴阳科、乐科、筹科（算科）、画科、道科。译科是杂科中取录人员最多且制度也最为完善的。译学试取制度分为科举试取与院内奖学考试两种。科举试取指杂科中译科考试而言；院内奖学考试录取制度分为考讲、院试、取才试等，为授予译官各种资格或升迁而设。汉文译科考试内容如：背讲《老乞大》、《朴通事》、《五伦全备》；临讲《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翻译《经国大典》。

但是朝鲜学界重视经学，而轻视医、律、算、译等杂学。杂学的出路只能做杂役或小官吏，因此贵族子弟一般不愿意学译学，参加译学考试的多为一些中人或庶人。但由于事大交邻是朝鲜的国策，历代君主极为重视译学，所以司译院中经常有许多以讲肄官或习读官为名就读的贵族子弟，还有一些非译官的文臣也参加司译院的汉语学习。朝鲜司译院培养了不少译官，朝鲜朝贡使节与中国官员或者笔谈或者直接交谈，没有交流障碍。所以在中国的翻译机构中，一直到乾隆16年才出现了朝鲜语译学科。明史记载：

提督少四夷馆少卿一人，掌译书之事。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白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之字。正德中增设八百馆，万历中又增设暹罗馆，初设四夷馆，隶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习译。宣德元年，兼选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学士稽考程课。弘治七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逐改隶太常。

因四夷朝贡，语言文字不通，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

会同馆，礼部尚书领会同馆事……掌引见诸番蛮夷峒官之来朝者。至元九年置，二十五年罢为四夷库，二十九年改四夷库复为会同馆。元贞元年，以礼部尚书领馆事，逐为定制。……至二十九年，以四夷库改置铸印局，掌凡刻印销印之事。
 

中国明朝设立四夷馆官署，掌管外语翻译事务；清朝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四夷馆改称四译馆；高宗乾隆13年（1748年）将四译馆与会同馆合并，称会同四译馆之后，乾隆16年馆内才开始设置朝鲜译学。

十六奏准，嗣后在会同四译馆设立朝鲜译学，於下五旗朝鲜子弟内各咨取四人，令在馆用心学习。

朝鲜朝培养译学人才，建立译学机构，学习汉语或吏文，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将借用的汉字作为本国公用文字来使用；二是作为与中国进行事大外交时使用的外语来学习。所以韩国译学在朝鲜时代与国内语言文学言文二致的现象一样，呈现译学与吏学二元化状态。

结论
澄其源而清其流,本文通过对韩国译学史源的考察，论述了韩国译学创立初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和译学制度的建立以及译事兴起的特征。从中可知，朝鲜译学研究的兴衰与翻译实践对其需求的程度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度和重视程度有关。可以说韩国翻译史就是一部内外交流的文化史。韩国独特的历史和地理位置，使得韩国在固有文化的基础之上，通过翻译与外部交往，不断吸收融汇外来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古代韩国在与中国及周边国家的交流过程中，出现了译学机构，开始进行各种译学活动。其译学活动所遵循的原则方针与其对外事大交邻政策有关。
在历史上，与中国政治中心最近的周边国家是蒙古、朝鲜以及日本。与游牧民族的蒙古相比较，与中国有着类似生产方式的朝鲜农耕社会更容易接受大陆文化；与岛国日本相比较，便捷的陆路地理交流条件，使朝鲜成为古代中国东向文化贸易交流的重心。尽管朝鲜译学内容有四学，但是朝鲜与中国之间建立的事大朝贡外交路线，决定了汉学为四学之首。特别在丽末鲜初，随着司译院机构的设置与完善，韩国译学发展兴盛，随之出现译官，译科、译生，译书等专有名词。韩国高丽大学教授郑光先生的研究表明朝鲜 “译学书的书名在<世宗实录>中开始正式出现” ，“朝鲜时代的各种文献中,可以看到80余种译学书名.即各种译书散见于<朝鲜王朝实录>之中.为了体现<经国大典>的精神,朝鲜朝历代编撰的各种法典中,都收录了有关选拔译官和译科考试的译书书名.<通文馆志>中记有科试和人才考试时所用书目。还有司译院藏书和藏书板目录中也有一些记载。此外，《增补文献备考》等书中也介绍了一些译书书名。”
 在韩国译学史的研究中，梳理译学史料和译书资料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韩国首尔大学校的姜信沆教授认为：“1393年（太祖2年），自朝鲜设立司译院之后的500年期间，历代汉语（中国语）译学者努力开展汉语的教育与研究，大量记录了当时时代中国北方语言的发音。因此，考察朝鲜朝五百年汉语译学者们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可以了解15世纪以来近代汉语的变迁状况。”
这说明进行韩国译学史的研究，会产生一举两得、异曲同工的效应。
本文考察了韩国译学初期的状况，说明了韩国语言与文化发展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换言之，梳理韩国译学发展史的同时便可以摸索到中韩文化交流史的脉络。翻译活动是一种历史活动，韩国译学理论体系是在历史积淀中逐渐完成的。本文仅仅考察了韩国译学初期的情况，而继后朝鲜朝中期的谚解活动，为韩国语言的成熟奠定了基础；近代的小说文学翻译活动，给朝鲜文学输血，使朝鲜学者大量汲取异质文化实体的精华，催生了朝鲜启蒙文化的兴起；现代世界文学的翻译活动，推动了21世纪韩流涌动……，这些有关韩国译学的重要课题，有待继后进一步考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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